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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水、人：北宋以降晋祠主神变迁及相关史料新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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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晋祠为三晋第一祠，源于周成王“桐叶封弟”唐叔虞故事，北宋毁灭晋阳城后，晋祠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北宋

重整礼制，封唐叔虞为汾东王，晋水之神为显灵昭济圣母，典制明确。后来，圣母庙的地位超过了唐叔虞祠，文化精英试

图赋予圣母邑姜的身份化解这一不“合礼”现象。礼制需要具体实践，它不仅是地方官员简单地遵守祀典履行职责，也不

仅是文化精英执着于儒家观念的正统性实践，还需要民间实践参与其中，提供组织、经济等方面的持续保障，精英文化与

普通民众文化交织在一起，正统才能在地方社会扎根。圣母出现之前，唐叔虞祠和地方社会关系密切，圣母加封晋水水

神之后，唐叔虞不具有水神职能，主要受到文化精英的重视，缺乏与地方社会联系的基础。国家意识形态存在于地方水

利，后形成“神-水-人-地”的实践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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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dess，Water，People：The Change of the Main God of Jinci Tem-
pl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the New Analysis of Rela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HU Yingze FAN Huihui

（Chinese Social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Abstract: Jinci Temple is the first temple in the Three Jin Dynasties, which originated from the story

of Tang Shuyu, "Tong Ye Feng brother" of King Cheng, the duke of Zhou. After the destruction of ancient

city Jinyang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meaning of Jinci Temple changed. In the Northern Song Dy-

nasty, Tang Shuyu was named the King of Fendong. The God of Jinshui was to show the spirit of the God-

dess. Later, the status of the Goddess exceeded that of Tang Shuyu Temple, and the cultural elite tried to give

the identity of the Goddess Yijiang, to resolve this problem. The ritual system needs concrete practice. There-

fore, it is not a simple observance of ritual rules by local officials to perform their duties, nor is it a formal

practice by cultural elites adhering to Confucianism. It also needs the participation of folk practices to pro-

vide continuous guarantee in organizational, economic and other aspects. Before the appearance of the God-

dess , Tang Shuyu Temple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cal society. After the Goddess canonized the

God Jinshui, Tang Shuyu did not have the function of the water God, and was mainly valued by the cultural

elite, lacking the basis for contact with the local society. This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prosperity of the

Goddess Hall and the decline of Tang Shuyu Temple.

Key words: Jinci Temple；Tang Shuyu；the Goddess；etiquette system；multiple practice

[收稿日期] 2023-04-20

[作者简介] 胡英泽（1973- ），男，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史、华

北区域社会史；樊慧慧（1993- ），男，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山西区域

社会史。

-- 106



晋祠为三晋第一祠，以周成王“桐叶封弟”唐叔虞、“天子无戏言”的故事闻名于世，晋祠最早指唐

叔虞祠，后来，晋祠演变为包括唐叔虞祠、圣母庙等在内的具有园林风格的建筑群。晋祠以周柏、唐

碑、北宋圣母殿泥塑、金献殿等文物古迹显示了上自西周三千多年历史的绵延不绝。今天的晋祠只是

一个供人游览的历史博物馆，历史时期的晋祠则是人群、水利、神庙、地方、国家等构成的复杂系统的

一个实践场域。

晋祠水利、水神信仰研究成果颇丰①。基于已有研究，我们重新梳理资料并结合田野考察，提出以

下问题并予以讨论，其一，自北魏有明确文献记载之后，晋祠水利系统曾经变化，能否用今天晋祠神庙

系统的空间位置和古代文献记载的神庙系统空间位置建立一种简单直接的对应关系？其二，北宋以

降，国家礼制对唐叔虞、圣母的封敕记载明确，能否脱离典章制度来讨论晋祠水神？如果核心资料存

在重大缺漏或误读，长期以来圣母祠与汾东王祠合二为一的观点是否需要重新讨论？其三，同样都受

到国家敕封，北宋以后圣母祠相对唐叔虞祠的地位何以提升？地方水利事业的发展与此是否有对应

关系？

一、晋祠与晋水

晋祠的历史离不开水，晋祠的相关研究自然也以水利居多，包括水利纠纷②、水利祭祀③、礼仪标识

等④，夏明方在反思“水利社会”研究时，指出魏特夫的“治水社会”比“水利社会”更具包容性，要把水利研

究中的“国家”重新找回来⑤。张亚辉曾出版晋祠研究专著⑥，后来他反思自身研究，认识到小型水利工程

研究和魏特夫理论对话的局限⑦。晋祠水利研究仍有深化之处，譬如水利系统的变迁、水利功能的结构

性变化等。

（一）晋水水利系统与功能变迁

晋水历史悠久。周贞定王十六年（公元前 453），晋国世卿智伯联合韩、魏族氏欲取赵氏晋阳城，久

攻不下。于是智伯开渠引晋、汾之水灌之。后来，赵襄子与韩、魏两家讲和，反攻智伯，智伯身亡，三家分

晋。智伯渠之名因此而世代相传。

汉安帝元初三年（116）“春正月甲戌，修理太原旧沟渠，溉灌官私田”⑧，晋水灌渠当在其中。

唐叔虞祠最早见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此时的晋水发源地建有唐叔虞祠，周围有凉堂，水上架

①［日］好并隆司，李大雰译：《近代山西分水之争——晋水·县东两渠》，《山西水利》1987年第3期；［美］沈艾娣

（Henrietta Harrison）：《道德、权力与晋水水利系统》，《历史人类学学刊》2003年第1期；行龙：《晋水流域36村水利

祭祀系统个案研究》，《史林》2005年第4期；胡英泽：《晋藩与晋水：明代山西宗藩与地方水利》，《中国历史地理论

丛》2014年第2辑；赵世瑜：《多元的标识，层累的结构——以太原晋祠及周边地区的寺庙为例》，《首都师范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张亚辉：《水德配天：一个晋中水利社会的历史与道德》，民族出版社，2008年。

②［日］好并隆司，李大雰译：《近代山西分水之争——晋水·县东两渠》，《山西水利》1987年第3期；［美］沈艾娣

（Henrietta Harrison）：《道德、权力与晋水水利系统》，《历史人类学学刊》2003年第1期；胡英泽：《晋藩与晋水：明代

山西宗藩与地方水利》，《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2期。

③行龙：《晋水流域36村水利祭祀系统个案研究》，《史林》2005年第4期。

④赵世瑜：《多元的标识，层累的结构——以太原晋祠及周边地区的寺庙为例》，《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1期。

⑤夏明方：《序》，贾国静：《黄河铜瓦厢决口改道与晚清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6页。

⑥张亚辉：《水德配天：一个晋中水利社会的历史与道德》，民族出版社，2008年。

⑦张亚辉：《永锡难老：重思晋水流域调查》，《青海民族研究》2021年第3期。

⑧《后汉书》卷五《孝安帝记第五》，中华书局，1973年，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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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梁，为游集胜地。晋水自西而东，乘高而下，分为南北两渎，北渎流入晋阳城，灌溉城内农田①。

唐《序行记》中提及，北齐天保中，曾“大起楼观，穿筑池塘，自洋以下，皆游集焉”②。

北齐时期晋阳西山一带，大兴土木，修建佛寺。史载“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然油万盆，光照宫

内。又为胡昭仪起大慈寺，未成，改为穆皇后大宝林寺，穷极工巧，运石填泉，劳费亿计，人牛死者不可胜

纪”③。所填之泉是否与晋祠有关？因此“运石填泉”四字尤可注意。

北齐天统五年（569）“夏四月甲子，诏以并州尚书省为大基圣寺，晋祠为大崇皇寺”④。这一时期崇尚

佛教，皇帝亲诏并州尚书省为大基圣寺、晋祠为大崇皇寺，表明其特殊之地位。

唐代，晋水曾经供应晋阳东城的饮用水源，维系着城市居民的生活命脉。晋阳城分为东城、西城，东

城“井苦不可饮，贞观中，长史李勣架汾引晋水入东城，以甘民食，谓之晋渠”⑤。

晋水也曾在晋阳城军事防御工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唐建中四年（783）十月，“泾师犯阙，帝幸奉天，

燧引军还太原……乃引晋水架汾而注城之东，潴以为池，寇至，计省守陴者万人”⑥。

唐元和八年（813）的《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有晋祠的重要史料，此时的晋水是“以周灌溉”，并且晋水

初泉出处，砌石为塘。塘东分三派，南派东南流入汾水，系隋开皇四年所开⑦。

唐会昌年间（841—846），晋阳县令狄惟谦因当地春夏久旱而在晋祠祈雨，“祠后有山，高可十丈，遽

命设席焚香……甘霖大澍，原野无不滂流”⑧。

由晋水历史可知，北宋之前晋祠内部水利资源系统发生了几次重要变化，包括距离水源方位相对

靠下、接近天然的“蓄以为沼”到泉水出处、位置上移、施加人工的“砌石为塘”“以周园溉”与“以周灌

溉”等方面。这些变化呈现一个总体趋势，即相对简单自然、人为约束较小的晋水系统，在人工作用

下，变成人为干预深刻、水源控制较强的晋水水利系统。

前人多由《水经注》“蓄以为沼，沼西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之记载，推论唐叔虞祠原址应在当今圣

母殿位置，判断北魏晋祠之沼与今天“鱼沼飞梁”之沼大体同在一处。我们认为《水经注》所记之“沼”与

今天“鱼沼飞梁”之“沼”，两者属于不同概念，其空间位置、水体面积、水利功用等差异殊大。郦道元作

《水经注》时“沼”的位置应当比今天圣母殿前的鱼沼飞梁更偏东，靠下，水体面积较为开阔。当然，要进

一步印证这个观点，尚需对晋祠内部地下土层进行考古分析。因此，所谓“沼西”是一个泛指，既可为正

西，亦可为西北或西南。这样，在今天圣母庙与唐叔虞祠偏东（正东、东南、东北）地方，北魏时期甚至在

唐元和八年“砌以为塘”之前，存在一处相对较大、接近天然的水沼。

北宋开宝二年（969），宋太祖曾经水灌晋阳城，但未成功⑨。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夏四月，宋太宗

征伐北汉，“壅汾河、晋祠水灌太原，隳其故城”⑩，北汉出降。由上可知，宋太祖、宋太宗两人都曾效仿春

秋时期智伯引汾、晋之水灌晋阳的故事，最终战胜了敌方。

由此，北宋晋阳城毁灭前，晋水因其独特位置，兼有军事攻守用水、日常生活饮用水、灌溉用水、交通

用水、景观用水等多重功能，维系着晋阳城命脉。两次水淹晋阳城的故事，更显示其重要性。在此情况

①［北魏］郦道元著，王国维校，袁英光、刘寅生整理标点：《水经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2-233页。

②［唐］李吉甫撰，贺次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第366页。

③《北齐书》卷八《幼主本纪》，中华书局，1972年，第113页。

④《北齐书》卷八《后主本纪》，第102页。

⑤《新唐书》卷三九《地理三》，中华书局，1975年，第1003页。

⑥《旧唐书》卷一三四《马燧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695-3696页。

⑦［唐］李吉甫撰，贺次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第364页。

⑧［北宋］王谠撰：《唐语林》卷一，《钦定四库全书·子部》，第41-42页。

⑨［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开宝二年闰五月戊申，光绪七年辛巳浙江书局校刻，第7-8页。

⑩《宋史》卷四《太宗本纪第四》，中华书局，1977年，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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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就很可能设立专门的水利官员负责晋水事务。欧阳修的《晋祠》诗既描写了晋阳城毁后“顽民尽迁高

垒削，秋草自绿埋空垣”的荒凉，也透露了晋水原有的兼顾晋阳城以及周围农田灌溉多重性水利转向“晋

水今入并州里，稻花漠漠浇平田”的农田灌溉水利为主的重要信息①。晋水在地方社会的意义发生了变

化，晋祠和人群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这一点过去的研究者很少注意。

（二）晋水水利系统与晋祠空间结构

北宋太平兴国九年（984），赵昌言奉敕撰写了《新修晋祠碑铭并序》，记载宋太宗平北汉、毁晋阳、修

晋祠的事迹。碑文描述，唐叔虞祠所处空间方位“前临曲沼，泉源鉴澈于百寻。后拥危峰，山岫屏开于万

仞”②。这一文献，同样常被后人用以对照现在圣母殿的空间方位，推断唐叔虞祠应当坐西朝东，东面“前

临曲沼”、西面“后拥危峰”。《新修晋祠碑铭并序》所描述的晋祠水体比较形象，是为曲沼，仍然是当今圣

母庙以东的一处较为开阔的水体，并非今天圣母殿前的“鱼沼飞梁”。

北宋以降，随着官府参与方式和介入程度的变化，晋祠水利资源系统再度发生转变，例如北宋嘉祐

八年（1063）《重广水利记》载，“难老泉，源晋祠下，支行股引，东走平陆，十分之以溉民土，倍加于昔者，前

大夫陈君所为也”③。

金泰和八年（1208）晋祠经历过一次维修，郝居简撰写了碑记，“旧置唐叔祠于其（址）南向，至宋天圣

中，改封汾东王，今汾东殿者是也。又复建水（女）郎祠于其西，至熙宁中，□加号昭济圣母，今圣母殿者

是也”④。由于碑文残缺，无法提供水利系统的空间参照。

元至元四年（1267）《重修汾东王庙记》记载：“又复建女郎祠于水源之西，东向。……王殿南百余步

为三门，又南二百步许为景清门。门之外东折数十步，合南北驿路。则庙之制，又甚雄且壮矣。居民利

其出入之便，又当圣母殿开道而东，置三门焉。”⑤这里“水源之西，东向”的空间方位描述，较之“沼西”的

记载，相对更清晰、更精准。这块碑记还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当时晋祠的正门在南，后来，居民为

了方便出入新开了东门。

该碑碑阴述及晋祠庙的四至，其中提到“东至草参亭出入至官街，并诸人见住屋后大泊堰为界”。结

合“居民利其出入之便，又当圣母殿开道而东，置三门”与东至“官街”等，此时晋祠东部的村落数量和规

模已经有了相当发展。

元至正二年（1342）三月并州久旱，官员前往晋祠祈雨灵应，遂维修神庙，王思诚撰写了《重修晋祠庙

记》。根据碑文所记，这时晋祠水利系统又发生了一次转变，“泉发源圣母殿底，汇为二井：南曰难老，北

曰善利。昔人作亭庇之，刻石记焉。难老泉，至分水塔，派而二之，周流阡陌间，下灌众渠”⑥。泉水发源

于圣母殿底，水源初处已经不是“砌石为塘”，而是“汇为二井”，难老泉之水行至分水塔的地方一分为二，

而善利泉之水则不得而知。此后晋水水源走向基本为明清两代所延续。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太原

晋祠记》中有“泉经昭济庙阶下，其上有桥，饰以朱栏。左泉曰善利，右泉曰难老”⑦。

元至正二年（1342）的《重修晋祠庙记》还记载了晋祠内部神庙的变化，其中提到“其殿之北面南向曰

唐叔汾东王。西面东向曰显灵昭济圣母。南面北向曰昭惠灵显真君”。新出现了“昭惠显灵真君”。碑

文首要提及北面南向的唐叔汾东王殿，说明此殿地位的重要性，从三座神殿的空间结构观察，总体上形

成了西面东向的昭济圣母居中，而南北各有两殿的格局，这种格局应该是以自西向东为主轴的。

①张春林编：《欧阳修全集·诗词集卷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8页。

②嘉靖《太原县志》卷五《集文》，第12页。

③嘉靖《太原县志》卷五《集文》，第22页。

④张友椿：《晋祠杂谈》，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95页。

⑤［元］戈彀：《重修汾东王庙记》，碑现存晋祠唐叔虞祠。

⑥［元］王思诚：《重修晋祠庙记》，《金石萃编补正》卷四，第1页。

⑦刘大鹏著，慕湘、吕文幸点校：《晋祠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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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神信仰的变化

（一）北宋以前的水神唐叔虞

北宋以前，晋祠主神为具有“雨神”职能的唐叔虞。《魏书·地形志》记载，“西南有悬瓮山，一名龙山，

晋水所出，东入汾。有晋王祠，梗阳城。”①

唐代若干史料显示，晋祠唐叔虞兼具“求雨”“祈晴”的神职。唐高祖李渊起兵晋阳，“威、君雅见兵大

集，恐高祖为变，相与疑惧，请高祖祈雨于晋祠，将为不利”②。

唐叔虞神灵可以“止雨”。唐元和十二年（817）淫雨为灾，李德裕前往晋祠祭祀唐叔虞以祈求止雨③，

唐长庆年间（821—824）李德裕曾任浙西观察使，毁淫祠一千一十五所，但他非常重视祈雨④。

唐代晋祠雨神影响广泛，晋阳以南距离较远的介休县亦来求雨：“介山使者亦自门骑而入，数人共持一

物如幢扛，上环缀旗幡，授与骑者曰：‘可点领。’骑者即数其幡，凡十八叶，每叶有光如电起。”⑤幢扛为佛教

用物，“十八叶”似与佛教特定数字相契，从侧面反映了唐代晋祠及其周围地区祈雨仪式中的佛教因素。

宋太宗毁灭晋阳城后，晋水与晋阳城及周边社会的水利类型、意义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个转变过程

绝非当地居民渴望水利灌溉农田的简单接受，而是伴随着冲破水田增赋的谣言及其背后势力、建立新的

水利秩序等复杂的过程，晋祠新神庙的出现应该是这一历史发展过程的反映。

（二）北宋圣母的出现

北宋时，圣母以“雨神”的身份出现在晋祠中，并且以“祈祷有应”得到国家的赐封。此时的圣母和唐

叔虞共同承担“雨神”的职能。

北宋天圣年间，圣母开始出现在晋祠中，女郎祠应是其最初的形态，同时位于晋水之西。金泰和八年

（1208）《庙记》中有“又复建水（女）郎祠于其西，至熙宁中，□加号昭济圣母，今圣母殿者是也”⑥的记载。

《宋会要辑稿·礼》中记载了“圣母”在北宋熙宁十年（1077）得到国家的赐封⑦，此时圣母庙应已出现

在晋祠中。相似的记载在明永乐《太原府志》中有“惠远庙，即昭济圣母庙，在祠中东向晋水源上，旧经谓

之女郎祠。……宋熙宁中，太原守臣奏晋祠庙内有圣母殿，虽《图经》不载，祈祷即应”⑧。

北宋时晋祠求雨的记载除前人较为关注的姜仲谦《晋祠谢雨文》外，在《司马文正公传家集》中有

《晋祠祈雨文》《祭晋祠文》《晋祠谢晴文》三篇，前人研究未曾留意。《司马温公年谱》中记载“嘉祐二年

丁酉，公年三十九岁。公在并州”，同年记载有“《晋祠祈雨文》《谢晴文》《祭晋祠文》”，并且司马温公在

北宋嘉祐三年（1058）“迁开封府推官”⑨。由此推断司马温公记载晋祠求雨（谢晴）的时间应在北宋嘉

祐二年（1057）。

司马光的三篇祭文并未表明祭祀的神灵，但结合明成化《山西通志》中记载圣母因“祈祷有应”得到国

家的赐封⑩，《祭晋祠文》中的“某神”可能不只是唐叔虞。《晋祠碑铭并序》碑阴中记有北宋元祐元年（1086）

①《魏书》卷一百六上《地形志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2466页。

②《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第一》，第2页。

③［唐］李德裕撰：《李卫公会昌—品集 别集外集补遗》，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册第225页。

④任继愈主编，［宋］李昉，［清］宫梦仁编：《中华传世文选·文苑英华选》，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05页。

⑤［唐］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前集》卷八《雷》，中华书局，1981年，第81-82页。

⑥张友椿：《晋祠杂谈》，第195页。

⑦［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二〇之五九，第1017页。

⑧杨淮点校：永乐《太原府志》卷五，安捷主编：《太原府志集全》，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0页。

⑨［清］顾栋高编，刘承幹校，刘光胜点校：《司马温公年谱》，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9-33页。

⑩成化《山西通志》卷五《祠庙》，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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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图阁学士河东经略安抚使曾布，提点刑狱朝奉大夫范子谅躬率寮吏，祷雨祠下”①，但未言明祈雨的神灵。

北宋时期，朝廷赐封了唐叔虞、圣母，张亚辉认为“赵宋朝廷树立了‘昭济圣母’，并有意降低了封地

之主唐叔虞的地位”②。刘大鹏认为晋祠中圣母庙与唐叔虞祠的空间分布与封号，反映的是“子为母

屈”③。我们通过查阅《宋史·礼》及《宋会要辑稿》等文献，在梳理了唐叔虞和圣母各自的赐封时间后，从

礼制上并未发现圣母封号高于唐叔虞的史料。

北宋立国之初，鉴于“五代之衰乱甚矣，其礼文仪注往往多草创，不能备一代之典”④的弊端，着手重

整“礼制”，祈祷灵验、能兴云雨的宫观陵庙、名山大川均增入祀典，通过“锡命驭神”，建立起由国家支配

的一套新的神灵系统。

《宋史·礼》揭示了北宋时期祀典改革导致的混乱现象，这有助于理解晋祠的历史。“大观中，尚书省

言，神祠加封爵等，未有定制，乃并给告、赐额、降敕。已而诏开封府毁神祠一千三十八区，迁其像入寺观

及本庙，仍禁军民擅立大小祠。”注释可知，当时开封府拆毁不合典制的神祠多达1038处，毁祠后的神像

多有迁移。秘书监何志同进言，“诸州祠庙多有封爵未正之处，如屈原庙，在归州者封清烈公，在潭州者

封忠洁侯。永康军李冰庙，已封广济王，近乃封灵应公。如此之类，皆未有祀典，致前后差误。宜加稽

考，取一高爵为定，悉改正之。他皆仿此。”⑤因此，北宋时期祠庙赐额、封号，多集中在熙宁、元祐、崇宁、

宣和之时。晋祠是否发生过名号不符、毁祠迁像的类似事件，亦未可知。唐叔虞祠先于圣母庙而建，叔

虞祠、圣母庙等历史中的一些难以解答的疑问可能与礼制整理的大背景有关。

北宋，朝廷礼部和太常寺开始编制全国祠祀的名册，“大观二年九月十日，礼部尚书郑允中言，‘天下

宫观寺院、神祠庙宇，欲置都籍，拘载名额。’从之。”⑥《宋会要辑稿·礼》中记载“都籍拘载”的主要内容，包

括从初创置、时代年月、中间兴废、更改名额、显灵事迹等⑦，晋祠唐叔虞祠、圣母庙的事迹应当在列。

从北宋赐封神灵的等级而言，“王”乃是当时人物神封号上的最高级别。唐叔虞在北宋崇宁三年

（1104）（改）封“汾东王”，结合“永康军李冰庙，已封广济王，近乃封灵应公”及“宜加稽考，取一高爵为定，

悉改正之”⑧，“汾东王”便是北宋礼制中人物神的最高封号。“圣母”在北宋熙宁十年（1077）封“昭济圣

母”，北宋政和元年（1111）加封“显灵昭济圣母”⑨，如果按照“妇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⑩的顺序，并未看

到晋祠水神有相应的封号。因此，北宋礼制并未有贬抑唐叔虞抬高圣母的倾向。

此外，北宋宣和五年（1123），姜仲谦等人因祷雨有应，撰文立碑记其事，这块碑记为后代一些文人提

供了唐叔虞、圣母曾经出现合祀以及唐叔虞地位下降的线索。沈巍皆在《晋祠圣母庙辨》中写道“其文首

云：‘致祭于显灵昭济圣母、汾东王之祠。’已合二庙为一，以圣母领叔虞矣”􀃊􀁉􀁓，这是目前主张“二庙为一”

较早的说法。北宋宣和五年（1123）上距“熙宁、元丰”（1068—1085）38—55年，因此，准确解读北宋宣和

五年（1123）碑非常关键。

①刘大鹏著，慕湘、吕文幸点校：《晋祠志》，第186页。

②张亚辉：《水德配天：一个晋中水利社会的历史与道德》，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150页。

③刘大鹏著，慕湘、吕文幸点校：《晋祠志》，第31页。

④《宋史》卷九八《吉礼一》，第2421页。

⑤《宋史》卷一百五《吉礼八》，第2561-2562页。

⑥［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二〇之九，第992页。

⑦［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一三之二三，第3382页。

⑧《宋史》卷一百五《吉礼八》，第2561-2562页。

⑨［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二〇之五九，第1017页。

⑩《宋史》卷一百五《吉礼八》，第2561页。

􀃊􀁉􀁓［清］沈巍皆：《晋祠圣母庙辨》，张正明、［英］科大卫、王勇红编著：《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续二）》，山西经济出版

社，2009年，第241-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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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仲谦撰写的碑记收录在明嘉靖《太原县志》《金石萃编补正》《山右石刻丛编》。题目分别为《晋祠

谢雨文》《宋祭昭济圣母及汾东王文》《圣母庙谢雨文》。对照原碑，我们发现该碑无题。无论是《晋祠谢

雨文》抑或是《圣母庙谢雨文》，均为后人所加。《宋祭昭济圣母及汾东王文》则较好地阐述了该碑本意。

就原碑而言，无法得出此时圣母地位高于唐叔虞的观点。

学界比较普遍认可沈巍皆提出的“二庙为一”说。我们通过考察原碑，发现该观点误读了原碑。首

先，原碑的正确整理格式应如下：

维宣和五年岁次癸卯五月朔癸丑初七日己未，起复太尉武信军节度使、充上清宝箓宫使、

兼神霄玉清万寿宫副使直睿思殿、河东燕山府路宣巡使谭稹，谨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显灵昭济圣母（殿）

汾东王之祠

兹衔命而出使兮，总燕晋之抚绥。①

相对于明嘉靖《太原县志》，《金石萃编补正》《山右石刻丛编》在收录该碑时，均较好地保留了原碑的

行文格式（图 1）。原碑中唐叔虞祠与圣母庙同为并列、顶头，这种书写格式在现存的很多金石文献中均

可见，代表二者为并列，而非包含的关系。

嘉靖《太原县志》 《金石萃编补正》 《山右石刻丛编》 《原碑》

图1

其次，在“显灵昭济圣母”下有字的痕迹，从笔势走向来看，应为“殿”字，这也是前人研究未曾注意之处。

收录该碑较早的明成化《山西通志》、明嘉靖《太原县志》，均未提到“殿”字。金泰和八年（1208）的《庙记》中

明确提到“圣母殿”，提供了唐叔虞与圣母在北宋宣和五年（1123）并未发生共处一庙“合祀”的间接证据。

至于元、明、清三朝时二祠的关系，明永乐《太原府志》绘有“太原县志”晋祠图，表明此时二祠单独存

在。晋祠内现存有元至元四年（1267）的《重修汾东王庙记》和元延祐五年（1318）孛术鲁翀的晋祠祷雨诗

三首。由此，元时唐叔虞祠、圣母庙并存于晋祠。同时孛术鲁翀在《唐叔汾东王祠》中写道“裔云色映三

农壤，时日神通万斛泉”②，表明此时唐叔虞尚与“水”有关。从元延祐七年（1320）顾思孝为平定州撰写的

①［北宋］姜仲谦：《晋祠谢雨文》，碑现存晋祠唐叔虞祠。

②［元］孛术鲁翀：《唐叔汾东王祠》，碑现存晋祠唐叔虞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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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庙文，阐明了太原城侧的圣母庙“岁时祀事，盖水神也”①，又可见元时圣母同样与“水”有关。

明代以降，受国家赐封与礼祀的影响，圣母地位愈隆，“雨神”职能逐渐为圣母所独享。此后，曾作为

“雨神”的唐叔虞基本与“水”失去了联系。清中后期，在晋祠祈雨时，除祭祀圣母外，又祭祀水母。

圣母在明初能够得到赐封，乃是基于“祷雨辄应”的“雨神”职能。明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遣使遍

祭于山川原隰之神。及于晋、冀，山西省臣杨宪上言，太原城西悬瓮山显灵昭济圣母，历代受封，有祷辄

应”，遂加封为“广惠显灵昭济圣母”②。明景泰二年（1451）《御制祝文》表明本次祭祀由皇帝主导，起因是

山西境内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同时在该碑碑阴中记载有本次祷雨灵应③。皇帝主导祭祀的还有明成化二

十年（1484）的《御制祭文》④，明万历十年（1582）的《祭圣母文》主祭者为地方官员，起因同样是干旱⑤。除

专门的赐封与祭祀之文外，亦有因“祷雨辄应”而修缮晋祠的记载。例如明天顺五年（1461）的《重修晋祠

庙碑记》⑥。在当时，晋祠圣母“祷雨辄应”之名还吸引了外地人。例如明万历十年（1582）的《重修晋源圣

母祠记》中载郡伯麓阳孙公，在求雨无应后，因听闻晋源圣母灵赫，遂来此祈祷⑦。

明时大力崇祀圣母，得益于圣母“祷雨辄应”与希冀地区稳定、人口安居乐业、巩固边界的实际需

求。明景泰二年（1451）《御制祝文》碑阴中记载有山西军事战略的重要性。“山西古冀州之域。实唐虞畿

甸，在国朝则为西北要藩也。然其地偏节晚，种艺之入恒薄，而或天时不齐，人力有梗，则与不毛之地

等。故其民往往易于转徙而难于安辑，比岁边候戒严，雨泽弗降，饥馑频仍，民无固志。”⑧清光绪二十六

年（1900）《重修唐叔虞祠记》亦记载道晋地的自然环境是“多山，水不渟潴，最易苦旱”⑨。

三、圣母的身份

关于晋祠圣母的身份，有两种观点，一为晋水之神，一为唐叔虞之母邑姜。国家典制对圣母的封敕

有明文规定，但是文化精英对这位始封于北宋的圣母身份进行了长期的考辨与争论，我们认为这是文化

精英出于礼制实践的策略性目的，而文化精英的策略和当地居民的祀神实践相关联。

（一）圣母的赐封与国家典制的关联

晋祠见于史记而且较为集中始于北魏，但由于缺乏细节性资料，晋祠或者唐叔虞祠创修于何时何地

难以考证。除前文提到的《魏书·地形志》《水经注》外，尚有魏孝文帝时曾经征祖鸿勋“至并州，作《晋祠

记》，好事者玩其文”⑩和北魏末年薛孝通“曾与诸人同诣晋祠”􀃊􀁉􀁓等相关记载。

北魏时期晋祠开始见于史书应该不是偶然的。北魏建立后，族群关系、晋阳城地位等均发生了结构

性变化。北魏建国之初，围绕国号确立，就已经展开代北、神州具有胡、汉倾向的争论􀃊􀁉􀁔。北魏最终确立

国号，摒弃“开基代北，遂抚有方夏”之思想，采用“神州之上国”的大名。

①［元］顾思孝：《昭济圣母祠记》，［清］胡聘之主编：《山右石刻丛编》卷三二，清光绪二十七年刻本，第1页。

②［明］《加封诏书》，碑现存晋祠圣母庙。

③［明］《御制祝文》，碑现存晋祠圣母庙。

④刘大鹏著，慕湘、吕文幸点校：《晋祠志》，第212页。

⑤刘大鹏著，慕湘、吕文幸点校：《晋祠志》，第218-219页。

⑥［明］茂彪：《重修晋祠庙碑记》，碑现存晋祠圣母庙。

⑦刘大鹏著，慕湘、吕文幸点校：《晋祠志》，第31页。

⑧［明］《御制祝文》，碑现存晋祠圣母庙。

⑨刘大鹏著，慕湘、吕文幸点校：《晋祠志》，第269页。

⑩《北史》卷八三《祖鸿勋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787页。

􀃊􀁉􀁓《北史》卷三六《薛孝通传》，第1336页。

􀃊􀁉􀁔［北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一〇，隆安二年六月丙子，第3524-35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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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族以魏名国号，定都平城，后又迁都洛阳。晋阳处于平城、洛阳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魏之国

号，最早有春秋战国时期的魏，韩、赵、魏三家又分于晋，晋又因于唐。东汉之后有曹魏，曹魏之后有西

晋。十六国时期有后赵。南北朝时有北魏、西魏、东魏。虽然叔虞封地不在今天的太原，但在历史演进

过程中，晋阳日益成为北中国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北魏以前，以晋、魏、赵等名的诸侯国或王朝先后

出现，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割裂与唐叔虞的联系。因此，晋水出处可能已经存在祭祀唐叔虞或者我们尚不

能知的神祠。但是，北魏时期礼制发生了重要的结构性转变。

北魏泰常三年（418），确立了山川水旱之神的祭祀制度：“又立五岳四渎庙于桑亁水之阴。春秋遣有

司祭，有牲及币。四渎唯以牲牢，准古望秩云。其余山川及海若诸神在州郡者，合三百二十四所，每岁十

月，遣祀官诣州镇遍祀。有水旱灾厉，则牧守各随其界内祈谒，其祭皆用牲。王畿内诸山川，皆列祀次

祭，若有水旱则祷之。”①《魏书·礼》记载，北魏和平元年（460）四月时曾发生过旱灾，因此“下诏州郡，于其

界内神无大小，悉洒扫荐以酒脯”，此前“群祀先废者皆复之”②。晋祠可能在那时便已经成为水旱祈祷祭

祀的场所。

此后，在历代的“礼制”整理中，唐、宋与明是需要格外注意的几个朝代。现存《北齐书》未包含

“礼”。《旧唐书·礼》开篇提到了整理“礼制”的重要性，“故肆觐之礼立，则朝廷尊；郊庙之礼立，则人情肃；

冠婚之礼立，则长幼序；丧祭之礼立，则孝慈著；蒐狩之礼立，则军旅振；享宴之礼立，则君臣笃”③。唐

“礼”先后有《贞观礼》《显庆礼》《开元礼》，并且均对“雩”有着较为详细的规定。在《贞观礼》中“雩祀”是

“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显庆礼》中变成了昊天上帝，“且雩祀上帝，盖为百谷祈甘雨”④。同时，《旧

唐书·礼》记载有较为详细的求雨、止雨步骤。例如求雨时先“祈岳镇、海渎及诸山川能出云雨”，又祈“社

稷”，又祈“宗庙”，不雨，则还从“岳渎”。在具体的仪式上，初次祈雨一旬后不雨，还会有“徙市，禁屠杀，

断伞扇，造土龙”等活动。在止雨上先“禜京城诸门，门别三日，每日一禜”，不止，再祈“山川、岳镇、海渎”

等⑤。在具体的事例中，有唐代宗永泰二年（766）“春夏累月亢旱，诏大臣裴冕等十余人，分祭川渎以祈

雨”⑥，这亦符合唐宋时晋祠同时具有求雨、止雨的职能。

《旧五代史》“礼”中未录“山川”“岳镇海渎”等内容，《新五代史》中未包含“礼”。不过《五代会要》中

记有后唐清泰元年（934）九月时“连雨害稼”，于是皇帝下旨，“久雨不止，礼有祈禳，禜都城门三日不止，

仍祈山川，告宗庙社稷”⑦，此时的山川之神同样扮演着管理水旱的职能。

北宋初期，基于唐末“礼崩乐坏”的现状，再一次大力整理“礼”，其中对于山川、水江神的赐封是“皆

由祷祈感应”⑧。在具体的事例中有北宋熙宁元年（1068）正月时神宗皇帝“亲幸寺观祈雨”，诏令各路选

择“端诚修洁之士，分祷海、镇、岳、渎，名山大川”，并且强调“诸路神祠、灵迹、寺观，虽不系祀典，祈求有

应者，并委州县差官洁斋致祷”⑨，这也符合晋祠圣母赐封的情况。

金、元两朝的“礼”除多承袭唐、宋外，金时又多次赐封山川之神以王、侯、皇后的身份⑩。元代与晋

祠相关的礼制内容较少。

①《魏书》卷一百八之一《礼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第2737页。

②《魏书》卷一百八之一《礼志一》，第2739页。

③《旧唐书》卷二一《礼仪一》，第815页。

④《旧唐书》卷二一《礼仪一》，第835页。

⑤《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四》，第911-912页。

⑥《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四》，第916页。

⑦［北宋］王溥撰：《五代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81页。

⑧《宋史》卷一百五《吉礼八》，第2562页。

⑨《宋史》卷一百二《吉礼五》，第2501页。

⑩《金史》卷三五《礼八》，中华书局，1975年，第819-8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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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时，是礼制整理的又一个高峰期。明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加封“显灵昭济圣母”为“广惠显灵昭

济圣母”。明洪武三年（1370）诏定岳镇、海渎、城隍诸神号：“今宜依古定制，凡岳、镇、海、渎，并去其前代

所封名号，止以山水本名称其神。郡县城隍神号，一体改正。”①

《明史·礼》“大雩”中记载有明初重视水旱灾害，“明初，凡水旱灾伤及非常变异，或躬祷，或露告于宫

中，或于奉天殿陛，或遣官祭告郊庙、陵寝及社稷、山川，无常仪”②。结合晋祠圣母在明洪武、景泰、成化、

万历年间均有皇帝或赐封或祭圣母文，此时的圣母在国家礼制中是具有“雨神”职能的水神。清乾隆时，

将“常雩”由中祀改为大祀③，并遵循“患旱，先祭境内山川，次社稷”的祭祀顺序④，旱灾的祭祀与山川之神

的联系更为紧密。这也契合身为晋水水神的圣母同时具备“求雨”的职能。

通过对北魏以降国家典制的考察，可见“雩”是历代国家典制中均会提及的。“雩”的主要祭祀对象便

是境内的“山川之神”，因此，圣母“水神”的身份符合国家典制中的规定，这为圣母在北宋熙宁十年

（1077）的赐封提供了契机。

（二）晋祠“名实不符”与“圣母邑姜说”

晋祠“名实不符”主要表现在晋祠原本以祭祀唐叔虞为主，后演变为以祭祀圣母为主。我们认为该情

况的出现是北宋时期国家赐封圣母，使得晋祠内具有了专门的水神，元时国家将圣母与地方水利相结合，

强调用水权利和义务相统一，又使圣母庙具备了稳定的修缮组织，从而使圣母与地方社会的联系更为紧

密，导致晋祠“名实不符”的情况逐渐加深。“圣母邑姜说”的出现应是解决该问题的一种方式和途径。

晋祠“名实不符”由来已久。较早论述该问题的元好问认为“晋祠本以祠唐侯，乃今以昭济主之，名

实之紊久矣，不必置论”，并且认为圣母是水神⑤。

“圣母邑姜说”应出现在明末清初。清代，持圣母邑姜说，主要以周令树、阎若璩、朱珪、沈巍皆等人

为代表，但也有圣母为水神的观点，顾炎武便持此说⑥。

圣母是邑姜，圣母也可以是水神，邑姜也可以是水神，三者之间并不矛盾，但从北宋年间圣母的赐封

以及历代国家典制，均未显示圣母是邑姜。明中后期官员在重修唐叔虞祠时已经注意到厘正晋祠《祀

典》，清人所持“圣母邑姜说”应是对该问题的“延续”。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重修唐叔虞祠记》中提到

唐叔虞祠的祭祀日期是在每年的三月二十五日，体现出的便是官员在主持唐叔虞的祭祀活动，并且希望

通过厘正《祀典》起到“教化”的作用，同时也希望借此起到“晋人获乐利之休”与“司政纪者亦将可凭藉”

的双重作用⑦。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的《重修叔虞祠记》提到“俯仰二十年来，祠之荒寂如故，而今更甚

矣。因念叔虞以桐叶启封，历数千年庙食于兹，而祠宇颓坠不及圣母，岂非有司之过欤？……岂今日之

圣母殿实叔虞故祠耶？夫泽物之功固不可泯，而启土之主亦岂能忘”⑧？由此，对“圣母邑姜说”的分析应

着眼于对明清地方社会文化的考察。

周令树提倡“圣母邑姜说”应是基于当时地方社会风气的选择。他对圣母的看法主要体现在《重建

晋祠碑亭记》一文中。尽管在明时，从国家典制的角度确立了唐叔虞的祭祀日期，但元时圣母与水利的

结合及后世圣母子孙之神形象的出现，使得圣母与地方社会的联系始终更为紧密。此时地方上已经流

传圣母是邑姜的说法，依据的便是北宋宣和五年（1123）的《晋祠谢雨文》，对此，周令树从圣母封号、“母

①《明太祖实录》卷五三，洪武三年六月癸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明实录》，第1034页。

②《明史》卷四八《礼二》，中华书局，1974年，第1257页。

③《清史稿》卷八二《吉礼一》，中华书局，1977年，第2485页。

④《清史稿》卷八三《吉礼二》，中华书局，1977年，第2513页。

⑤［金］元好问：《元好问集》卷三二，《传世藏书·集成·别集7》，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第187页。

⑥［清］顾炎武著，徐德明校点：《顾炎武全集》卷五《金石文字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80页。

⑦嘉靖《太原县志》卷五《集文》，第38页。

⑧［清］周在浚：《重修叔虞祠记》，碑现存晋祠唐叔虞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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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为尊”的角度进行批驳，认为此说乃是“流俗冒昧”，自己虽有“厘正千秋之祀典”之心与“乏兹土与有鼎

新之责”，即便是将唐叔虞与圣母的位置调换，也无法改变“土人”祭祀圣母的热情。基于此，与其将圣母

视作“其他怪迂无稽者”，不如以唐叔之故，将圣母视作邑姜①。

尽管周令树强调圣母“不应礼经”，但明清两代，无论是皇帝，抑或是地方官在对晋祠、晋祠圣母的祭祀

与修缮时，均曾有追述《祀典》的考量，考证的结果是圣母符合《祀典》的要求。例如明景泰二年（1451）的

《御制祝文》中称圣母为“晋祠广恵显灵昭济圣母”，该碑中有“乃密封驰奏，上命礼部稽考祀典，乃山西境内

应祀神袛开具名位，特遣太常寺寺丞李希安斋香帛祝文乘传而至”②。相似的记载见于明天顺五年（1461）

的《重修晋祠庙碑记》、明隆庆元年（1567）的《重修晋祠庙碑记》与清嘉庆十五年（1810）的《补修晋祠庙记》。

因此，周令树所言圣母“不应礼经”不符合《祀典》，他们的目的在于为晋祠“名实不符”找寻“合礼”的解释和

依据，是一种文人的主观创造。这种创造在阎若璩和朱珪对圣母是邑姜的观点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阎若璩对于圣母是邑姜的说法，主要体现在《跋周郡守晋祠碑亭记二则》一文中。此文开头明显是

对周令树观点的曲解。阎若璩以明嘉靖《太原县志》中记载的《晋祠谢雨文》，论证周令树“圣母邑姜说”，

同时以《晋祠谢雨文》中的“致祭于显灵昭济圣母汾东王之祠”等认为姜仲谦撰文时，便已指明圣母是邑

姜，后世认为圣母是水神，乃是明洪武四年（1371）“祀典之讹”所致③。

姜仲谦碑现存晋祠唐叔虞祠，与阎若璩相关的论述便是“致祭于显灵昭济圣母（殿）、汾东王之祠，惟

圣母之发祥兮，肇晋室而开基；王有文之在手兮，其神灵之可知”④，我们发现后世学者利用该碑进行“礼

仪辩证”时可能有歧误。首先，“惟圣母之发祥兮，肇晋室而开基；王有文之在手兮，其神灵之可知”，是在

讲述“桐叶封弟”、晋国开基的故事。唐太宗《晋祠之铭并序》有言，“夫兴邦建国，资懿亲以作辅。分珪锡

社，实茂德之攸居”⑤。唐会昌四年（844）李德裕《祭唐叔文》写道，“惟神娠母发祥，手文为信，殪徒林之

兕，以启夏墟”⑥，其含义与《晋祠谢雨文》相近。为何阎若璩以及认为圣母是邑姜的文化精英无视《祭唐

叔文》，单从《晋祠谢雨文》寻求证据？是唐代还未出现圣母？北宋太平兴国九年（984）的《新修晋祠碑铭

并序》表明此时晋祠的主神是唐叔虞，“炳灵钟异，则有文在掌”⑦，但“有文在掌”并不能证明“邑姜”是“圣

母”。其次，唐叔虞始封之地并非北魏时期的晋阳城⑧，晋祠何时出现在此尚未可知。再次，北宋宣和五

年（1123）时，圣母已出现在晋祠中，并且分别在北宋熙宁十年（1077）、北宋政和元年（1111）两次获得赐

封。故以此论定圣母是邑姜的说法值得讨论。又次，圣母在北宋时期以“雨神”“水神”的形象出现在北

方，应是较为普通的一种现象。例如明天启六年（1626）《重修水神圣母庙碑记》便记载盂县的圣母庙乃

是水神⑨。圣母之名，亦非邑姜专属。《宋会要辑稿·礼》中记载有“小孤山圣母祠”“大孤山圣母祠”“圣母

婆婆祠”等，对于“小孤山圣母祠”（妈祖）的赐封显然不同于晋祠圣母。该祠赐封过程是“光尧皇帝绍兴

五年八月诏令葺庙，六年五月赐额‘惠济’，寿皇圣帝隆兴元年二月，加封助顺安济夫人”⑩。清丁丙辑《武

①［清］周令树：《重建晋祠碑亭记》，张正明、［英］科大卫、王勇红编著：《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续一）》，山西古籍出版

社，2007年，第563页。

②［明］《御制祝文》，碑现存晋祠圣母庙。

③［清］阎若璩：《潜邱札记》卷五，《钦定四库全书·子部》，第35-36页。

④［北宋］姜仲谦：《晋祠谢雨文》，碑现存晋祠唐叔虞祠。

⑤刘大鹏著，慕湘、吕文幸点校：《晋祠志》，第181页。

⑥［唐］李德裕撰：《李卫公会昌一品集 别集外集补遗》，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册第225页。

⑦嘉靖《太原县志》卷五《集文》，第11页。

⑧李孟存、常金仓：《叔虞封地诸说正误辨析》，《晋阳学刊》1983年第4期。

⑨［明］史万选：《重修水神圣母庙碑记》，张正明、［英］科大卫、王勇红编著：《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续一）》，第540

页。

⑩［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二〇之五九，第10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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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坊巷志》有“圣母池”一条，记有北宋元祐九年（1094）仁和县沙河东界民居铸造圣母池旁铁像四①，无论

是数量上，抑或是时间上，均与晋祠基本相同。因此，北宋年间出现在晋祠中的“圣母池”“圣母”“铁人”

可能是国家的一种“制度”行为。

按照北宋熙宁七年（1074）“太常博士王古”上奏的神灵赐封过程“妇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②，晋祠

圣母并非邑姜，因为邑姜和唐叔虞一样，应该是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人物，封号应该包含夫人、妃之名秩。

“其他州县岳渎、城隍、仙佛、山神、龙神、水泉江河之神及诸小祠，皆由祷祈感应”③则提供了相应的证据，

说明北宋敕封晋祠圣母是以水泉、江河之神祷祈感应所致。因此，圣母最初得以赐封，并非是以“妇人”

的形象出现，更不可能是邑姜。明洪武三年（1370）诏定岳镇、海渎“止以山水本名称其神”后将圣母改称

“晋源之神”④，恰是基于北宋熙宁十年（1077）国家赐封圣母与后世对圣母认知的一种反映，而非阎若璩

所言“祀典之讹”。

朱珪虽同样提到了圣母或为水神，但引用阎若璩的观点至少有赞同“圣母邑姜说”之意，并将阎若璩

引用明嘉靖《太原县志》中的《晋祠谢雨文》说成是“璩从草间搜出宋政和五年残碑”，可能是希望以此增

强阎说的可信度⑤。

因此，“圣母邑姜说”大体出现在明末清初，起初或许与圣母逐渐扮演子孙之神有关，后人因此将圣

母附会于邑姜。对此，周令树出于现实的考虑，便采取默认态度。而阎若璩之说，显然是对周令树观点

的曲解，同时他所依据的《晋祠谢雨文》，无论从北宋时期赐封神灵的国家典制，抑或是后世对圣母的认

知，均未显示圣母是邑姜。他们以圣母为邑姜是希望能够为晋祠中唐叔虞的处境寻找“合礼”解释。但

无论是唐叔虞，抑或是圣母，均在北宋获得了国家的正式赐封，从而进入到国家层面，是国家神祇。

四、祀神的多元实践

晋祠主神隆替以及神庙系统地位形成不仅和朝廷礼制的封敕有关，和文化精英的策略性礼制应合

有关，也和祠庙维修制度的多元实践有关。礼制即是中央按照统一标准把地方神灵纳入国家祀典，地方

神灵从而获得国家认可。一方面，这与文化精英把地方带入国家的主观努力有关；另一方面，作为地方

社会长期实践的结果，当然受到地方社会实践的深刻影响。关键在于，地方信仰获得国家认可、纳入国

家礼制后，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兴治神庙、维持礼制的具体实践、制度安排，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即表

现为历史过程中多元的实践。推行礼制是地方官员的职责所在，农业生产祈雨谢晴奉祀尤为重要。然

而神庙的修建和维护、重要仪式的举行、经费的筹措、力役的募集等都需要具体落实，需要一套系统的、

稳定的经费和组织保障机制，特别是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这是理解晋祠历史以及观察圣母庙、唐叔

虞祠地位演变的一个重要视角。

唐李渊曾经在晋祠祷告，兴师起兵而定天下。唐贞观二十年（646）正月，唐太宗李世民来晋祠酬谢

神恩，亲书晋祠铭。因此有唐一代叔虞祠奉祀之事应当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晋祠保存的唐太宗御制

碑是吸引后代士人官员游谒叔虞祠、开展礼仪辩证的重要历史遗迹。

北宋初期，太平兴国九年（984）夏天，宋太宗兵临并州，北汉出降。宋太宗观览山川形胜，寻访古昔

贤穆。“顾谓群臣曰：晋祠者，唐叔虞之神也。叔虞承后稷之洪德，衍周武之丕基。……开国荷成王之业”

①［清］丁丙辑：《武林坊巷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4册第1386页。

②《宋史》卷一百五《吉礼八》，中华书局，1977年，第2561页。

③《宋史》卷一百五《吉礼八》，第2562页。

④嘉靖《太原县志》卷一《山川》，第11页。

⑤［清］朱珪：《太原县重修唐叔祠记》，碑现存晋祠唐叔虞祠。

神、水、人：北宋以降晋祠主神变迁及相关史料新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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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眷灵祠，旧制仍陋，宜命有司，俾新大之”①。唐太宗、宋太宗突出了唐叔虞开国定基、功垂后世、泽及

生民的意义。

（一）北宋委官监掌

唐叔虞祠奉祀事务始见于北宋。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四月，宋真宗下诏“平晋县唐叔虞祠，庙

宇摧圮，池沼湮塞。彼方之人春秋常所飨祭，宜令本州完葺”。天禧元年（1017），宋真宗又下诏“每岁施

利钱物，委官监掌。其银、铜、真（珍）珠并以输官，自余估直出市，以备修庙、供神之用”②。这种模式可以

概括为“委官监掌”模式。

北宋元祐二年（1087）四月十日，贡献圣母像、晋祠昭济圣母殿六条缴柱龙的太原府金龙社又进献了

圣母坐物椅③。“金龙社”应该是地方社会的祀神组织，这个组织有1名社首和33名副社首。

（二）金代授命—奉命

延至金代，“授命—奉命”模式取代了“委官监掌”模式。《金史》记载，“西山有晋叔虞祠，旧以施钱输

公使库，大节还其庙以给营缮”④。金章宗时张大节任太原知府，废除了“委官监掌”制。金泰和八年

（1208），太原地方官员维修唐叔虞祠、圣母庙。主持和监管这次修治神庙工程的官员，从水利灌溉有利

于农业生产，转向水神有功于民、民享水利而要报神功的“水-神-人”逻辑，化谕民众，民众“欣然奉命，

富者助其用，贫者献其力”⑤，完成神庙修建之事，这可以说晋祠开始形成“水-神-人”“授命-奉命”的礼

制实践模式。

（三）元代多种实践

元至元四年（1267）唐叔虞祠重新修缮并采用法令划定了晋祠的四至，强调“无令诸色人等侵占”。

这次修缮汾东王庙即唐叔虞祠的费用来源于“邦人岁时行乐者甚夥，储香火之资，以为祠中补葺费”⑥，属

于“神庙自筹”模式。

元代的一则题记显示“兵革凌迟，殿宇荒凉，巍巍灵驾，不知所亡”⑦。元至元十九年（1282）七月初

六，恪运纠集乡民重建圣母神像、新饰仙裳⑧。这也说明，今天晋祠的圣母神像很可能是元初之物。

元至正二年（1342）晋祠又迎来了一次修缮。晋祠内的唐叔汾东王、显灵昭济圣母、昭惠灵显真君都

包含在内。因其庙貌“岁久栋桡墙圮，金碧剥落。上漏旁穿，无以庇风雨。其余若岱岳、若府君、若药王

诸祠，若宝墨堂，又皆扫地无遗，惟有颓基。神像暴露风日中，以瓦覆其顶而已”⑨。这次神庙修缮工程，

采取“授命—奉命”模式，兼以官员捐俸的礼制实践模式，在地方社会建立水利与水神信仰的联系，强调

凡用水者，皆须出资修缮庙宇，并刻名于石，以此获得合法的用水权，否则不得享有水利，“若等受神惠而

不知报，可乎？若从吾言，则使刻名于石，永有利于汝家。不从吾言，则不得利于水也。众口一辞曰：惟

公命是从。于是计亩均赋，亩钞二百文，无虑得一千余定”⑩。

官员捐俸更大的意义是倡导，最后所得不过“七十八锭”，而计亩均赋所得“多达一千余锭”。这里的

“水”，指的便是灌溉之水。可以说，通过水把神与人联系在一起，也可以说，通过神把水与人联系在一

①刘大鹏著，慕湘、吕文幸点校：《晋祠志》，第200-201页。

②［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二〇之二二，第999页。

③高寿田：《晋祠圣母殿宋、元题记》，《文物》1965年第12期。

④《金史》卷九七《张大节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146页。

⑤张友椿：《晋祠杂谈》，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95页。

⑥［元］戈彀：《重修汾东王庙记》，碑现存晋祠唐叔虞祠。

⑦高寿田：《晋祠圣母殿宋、元题记》，《文物》1965年第12期。

⑧同上。

⑨［元］王思诚：《重修晋祠庙记》，《金石萃编补正》卷四，第1页。

⑩［元］王思诚：《重修晋祠庙记》，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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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当然，最终还是人把神与水联系在一起。地方官员作为执行国家礼制的代表，通过“授命”形式，地方

社会相应通过“受命”（从命、奉命）的形式承担晋祠水神庙系统修治的义务，在神庙祭祀与地方水利及其

秩序间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从而具备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组织、经济条件等方面的支撑。这是圣母庙

和唐叔虞祠在礼制实践中最大的差异化，也是二者庙貌状况兴衰的重要原因。

元至正八年（1348）补修显灵昭济圣母行祠，参与此事的有“本庙在府香火提点田玄冲、知庙康德清、

殿主焦德成”等人，说明圣母庙有“香火提点”“殿主”等专职的庙务管理人员①。

官方授命神庙事务与官方授权水利可谓一体两面。能否“得利于水”，取决于国家同意以及官方与

地方形成的契约，体现了国家对水利这类公共资源的控制。国家不仅存在于水利的物质形态，而且存在

于水利的意识形态。

（四）明代藩王的介入

明代藩王势力进入晋祠水利，极大改变了旧有的晋祠水利秩序②，神庙系统也发生了一定变化。明

初晋藩在晋祠周围占有田地，灌溉用水采取“军三民三”轮流灌溉的水规。明弘治年间，北渠渠长张宏秀

将民间夜水献与晋府，民地灌溉只得日间用水，夜水全无，以致水少不能遍及董茹等村。明嘉靖二十二

年（1543），官府判决北河水利③。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南河渠民状告水利不均，比照明嘉靖二十二年

（1543）北河事例，制定水程④。明万历十五年（1587），弘治年间北渠献水王府之事再次被诉，民间提出军

民六日一轮改为七日一轮的用水方案，遭到王府拒绝⑤。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太原县民高芳等13人

进入王府屯庄内水渠中网鱼发生冲突，所涉晋府屯庄有东庄、马圈庄、小站庄⑥。

明代藩王亦参与晋祠神庙以及其他公共事务。明嘉靖四十年（1561），晋府、宁河王府捐金百余两，

督同儒官智周，乡民张廷瓒、郭崇富等维修圣母正殿。嘉靖四十一年（1562），宁化王府捐金，重修殿前神

桥。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乡民王文泰等敦请善友杨廷才、道士程真—募缘聚材，建重楼于难老泉之

上，俗名梳洗楼⑦。梳洗楼即水母楼，位于圣母庙南侧，水母楼修建时间处于王府、地方水利发生冲突的

过程之中，很可能与晋藩势力介入晋祠水利系统、祭祀系统有关，或与晋祠周围乡村社会的人群关系、村

际关系变化有关。

（五）清代地方水利组织与晋祠

清代官府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介入晋祠水利。例如清雍正七年（1729）的《奉宪整饬水例碑》记

载，官府以法令形式要求在四河渠甲之外设置“总渠长”，并且明确规定了渠甲的职能⑧。清中后期时，晋

祠水利祭祀系统已较为完备，相关公共事务的制度安排更为明确细化。例如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北

河补修双桥水亭河堰记》记载：“丁酉春，间有倾缺，而食利于北河者为之补修焉。”⑨负责本次修缮的是

“食利于北河者”，体现了权利、义务一致原则。此后，清嘉庆、道光年间两次修缮晋祠，无论是从公共事

务的组织，抑或是修缮晋祠的规模，都超过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

清嘉庆十五年（1810）晋祠经历了一次维修，其中与水利相关的莲池、水榭、板桥等建筑，按照各自拥

有的土地面积出资。由“司河者董其事”来看，此时的晋祠虽毗邻晋祠镇，但已经超出了一村一镇的范

①高寿田：《晋祠圣母殿宋、元题记》，《文物》1965年第12期。

②胡英泽：《晋藩与晋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2期。

③刘大鹏著，慕湘、吕文幸点校：《晋祠志》，第578-580页。

④［明］《水利公文碑》，张正明、［英］科大卫、王勇红编著：《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续一）》，第178-179页。

⑤［明］《水利禁例移文碑》，晋祠博物馆选注：《晋祠碑碣》，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8-150页。

⑥［明］《晋府碑文》，晋祠博物馆选注：《晋祠碑碣》，第152-154页。

⑦［明］高汝行：《重修晋祠庙碑记》，碑现存晋祠圣母庙。

⑧［清］《奉宪整饬水例碑》，晋祠博物馆选注：《晋祠碑碣》，第159-162页。

⑨［清］《北河补修双桥水亭河堰记》，碑现存晋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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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而“凡有关于水利者，皆计亩出钱”的传统，则是始于元至正二年（1342）的行政法令。至于骀台庙、

公输祠、三圣祠等，则体现出此时晋祠内存在和附近村庄相关的神庙以及多种行业神庙①。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晋祠迎来了一次大范围的维修，“其正祠、牌楼、享庭、歌台及各座庙祠，镇

人修。其水母楼、难老泉亭、板桥、金人桥，四渠人修，以其均沾水利也。其善利泉亭、八角池、白鹤亭、泰

山桥，则北渠人修，以其独沾水利也，可谓条分缕晰矣。”②晋祠镇人、四渠人、北渠人在晋祠神庙及亭、桥

等设施的公共事务方面，具有“条分缕晰”的精确边界。清晰的边界来自相应的水利空间范围，水利组织

与圣母庙形成了高度紧密的结合，可称之为“民间模式”。

清光绪三年（1877），山西大旱。曾国荃任山西巡抚后，委员前往晋祠祷雨。清光绪六年（1880），遵

照曾国荃的命令，维修晋祠，官方发银597两。后又发银400两，置地19亩，地租用于晋祠岁修之费③。

在刘大鹏看来，“晋祠工程浩大，虽有田租作岁修之资，究于祠宇无济，只可供住持日用之所需。然推置

田之本意，其嘉惠亦大矣”④。

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冬季，唐叔虞祠“栋梁摧折，不蔽风雨。神失所栖，祠事弗虔。其傍，有所谓

圣母祠者，香火日极崇奉。而唐叔虞之祠，顾寂寞水滨，不知为正神”⑤。李乘云、朱征“以其事关祀典，

而风（化）之道攸存”向上司苏祐请示维修唐叔虞祠，并对祠前的八角池、善利泉，山畔的望川亭、读书台

等一并或浚或修。这次维修工程，“资因于水利，工出于雇募”“官不告劳，民不知扰”⑤，知县侯澜、县丞

李侃、主簿高巍、典史张珊供事惟勤。乡大夫宪副高汝行，倡义协众，出力尤多。他认为，修缮唐叔虞祠，

是“克正祀典”“利以滋养，风以弘化”，并作迎神、降神、送神三章刻于石碑⑤。

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太原知县周在浚重修唐叔虞祠⑥。清康熙五十年（1711），高学宪捐俸五十两

银子，维修唐叔虞祠⑦。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朱珪重修唐叔虞祠，“凡木之材二千七百有奇，瓴甓之材

十万有奇，工二万一千五百有奇”，工程所费，“集于同官之输”，即由山西各地官员公捐，据碑刻所记，除

山西布政使朱珪、提刑按察使桂林、分守冀宁道徐浩，太原府、平阳府、潞安府、汾州府、泽州府各知府、同

知，以及各府的知县、知州，都参加了公捐⑧。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河东道杨宗溓奉命移领长芦鹾务，离任山西之际，捐俸银二百五十两，复修

唐叔虞祠⑨。可见，清代唐叔虞祠修缮工程以“官员捐俸”模式为主。

从圣母庙、唐叔虞祠维修的历史可以看出，两者的制度安排体现了不同特征。北宋以后，圣母作为

晋水之神得到朝廷敕封，同时官员在礼制祀典的实践中，把地方水利与地域水神纽结在一起，形成“神-

水-人”的“授命-奉命”模式、“民间自筹”模式。唐叔虞祠和晋水水利逐渐疏离，缺乏地方社会尤其是水

利组织的支撑，更多体现了文化精英对祀典礼制的认知和修正。唐叔虞祠维修经费更多是文化精英、各

级官员的“官员捐俸”模式。当然，这二者不是绝对的区隔。

晋祠最初指唐叔虞祠，北宋时期圣母受到敕封，纳入了国家祀典，可以说唐叔虞祠、圣母庙的神庙事

务、礼仪等都符合礼制而具有正统性。礼制需要具体实践，因此，它不单纯是历代碑记中地方官员所履

①［清］孙康世：《补修晋祠庙记》，碑现存晋祠圣母庙。

②［清］王炳麟：《合河重修晋祠水母楼及亭榭池梁碑》，张正明、［英］科大卫、王勇红编著：《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续

一）》，第633页。

③刘大鹏著，慕湘、吕文幸点校：《晋祠志》，第267-268页。

④刘大鹏著，慕湘、吕文幸点校：《晋祠志》，第268页。

⑤嘉靖《太原县志》卷五《集文》，第37-39页。

⑥［清］周在浚：《重修叔虞祠记》，碑现存晋祠唐叔虞祠。

⑦［清］张怀琦：《汾东王庙重修记》，碑现存晋祠唐叔虞祠。

⑧［清］朱珪：《太原县重修唐叔祠记》，碑现存晋祠唐叔虞祠。

⑨刘大鹏著，慕湘、吕文幸点校：《晋祠志》，第268-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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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职责，也不是文化精英执着的符合儒家观念的正统性实践，而是需要组织、经济等方面的持续保障，

民间实践亦参与其中，精英文化与普通民众文化交织在一起，正统才能在地方社会扎根。圣母出现之

前，唐叔虞祠和地方社会关系密切，圣母加封晋水水神之后，唐叔虞不具有水神职能，逐渐和地方社会疏

离，这是圣母庙兴隆、唐叔虞祠衰替的一个重要原因。

结 语

一座晋王祠，半部中国史。晋祠的历史离不开晋水。晋水源头最初是一个相对自然、水体较广的水

利系统，后来逐渐演变为人为干预深刻、约束控制较强的水利系统。自北魏《水经注》谈及唐叔虞祠“沼

西际山枕水”，后人多以当世之情形等而观之，并不可取。

晋阳城的兴衰和晋祠历史攸关。宋以前晋阳城为北方一大都会，晋水承担着城镇居民饮用水、农业

灌溉、交通运输、景观园林、城池军事防御等多重功能。晋阳城毁后，晋水丧失了晋祠与晋阳城多重联系

的纽带作用，重心逐渐转向晋祠周围的农田水利灌溉、水磨、造纸等。晋祠内部神庙的历史正体现了这

一意义转变的历史。

北宋初期，随着政府推行水利改革，圣母庙开始在晋祠出现并列入国家祀典，这是较为普遍的认识。

北宋初期国家着手重整礼制，广泛封敕各地灵应的宫祠庙宇、山川之神，唐叔虞、圣母均在其列，因此，圣

母庙和水利改革的关系甚微。从历代国家典章均重视山川之神和“雩祀”、后世对圣母水神的认知来看，

恰是圣母“水神”的身份符合国家典制的规定，为圣母在北宋熙宁十年（1077）的赐封提供了契机。

唐叔虞、圣母两座神庙并存于晋祠之后，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体现了文化精英、民间人士的文化策

略。姜仲谦的《晋祠谢雨文》为后世的文化精英提供了圣母是邑姜的线索，甚至有人由此提出圣母、唐叔

虞曾经出现过合祀一庙的现象。经过文献考证发现，此说乃是“牵强附会”。尽管国家祀典明确而具体，

但他们的目的在于建构一套符合礼制的东西，来解释现实中看似不“合礼”的现象。

在同一座庙宇里，一座神庙比另一座神庙地位高，规模大，香火旺，可能有诸多原因，而神庙事务作

为礼制实践的核心内容，关键是需要有持续、稳定的保障机制。元代官方采取的授权方式，使得圣母庙

通过水利和地方社会维持着紧密关系，从而为神庙事务提供经费、人力等的支撑，精英文化和普通民众

文化也能借此共处于同一系统。唐叔虞祠的意义则更多地被文化精英关注，与地方社会的关系逐渐疏

远。在圣母庙出现之前，它和地方社会的关系则十分密切。由此反映出的便是北宋以后圣母愈隆，叔虞

愈衰的历史趋势。

在晋祠水利或者北方水利研究中，从水利公共事务角度出发，“水-地-夫”的讨论最多。我们从晋

祠元代的碑中可以看到，至少从元代开始，官府要求只有修庙，并将受益水利者刻名于石，才具有使用晋

水灌溉的权利。用水就要修庙，修庙才能用水。从水利的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神-水-人”的历史线

索和实践逻辑显而易见。或者说，在水利实践，可以考虑二者的综合，形成“神-水-人-地”的实践机制。

日本学界用“水-地-夫”强调一种地方“小共同体”，晋祠水利揭示的“神-水-人”模式，恰是国家“大共同

体”对地方的影响，“神-水-人-地”概念的提出，体现了“大共同体”对“小共同体”的影响，并将“大共同

体”和“小共同体”结合在了一起，为探讨“大、小共同体”在“水资源控制与利用这一场域的复杂互动关

系”提供可能路径。

（责任编辑：李良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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